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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农业现代化和数字化技术的不断革新,数字农业建设已成为农业发展的核心议题。基于我国2011—

2022年31个(因数据缺失,未包含港、澳、台地区)省级样板数据,采用熵权法测度数字农业建设水平指数,通过实证

分析检验财政支农力度对数字农业建设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了农业技术环境影响数字农业建设的机制,考察了城

镇化率在其中的门限效应。研究发现:财政支农力度可以显著促进我国数字农业建设水平,且该结论在多种稳健性

检验中依然成立;此外,农业技术环境对我国数字农业的发展起到正向调节作用;拓展性分析显示,财政支农对东部

地区的数字农业建设的促进效果尤为显著。门限效应分析揭示了不同城镇化率对数字农业建设的差异性影响。总

结了财政支农与数字农业建设之间的互动关系及未来发展趋势,提出加强政策协调、推动科技创新以及促进农业与

数字化深度融合的发展建议,旨在为我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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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石,自改革开放以来,
一直是我国高度重视的发展领域。近年来,我国对

农业财政支出的力度不断增加。2022年,全国财政

涉农支出达到22250.21亿元,占总财政支出的

9.89%,较2021年的21535.59亿元增加了约

3.31%。尽管财政支农力度随着发展需求的增加

逐年递增,但财政支农占总体财政支出的比例依然

较小。毋庸置疑,中国作为农业大国,正在向农业

强国转型,走中国特色、现代化农业道路已成为历

史必然[1]。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加快建设农

业强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全面建成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国的必然选择。在推动数字农业建设

过程中,政府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财政支

农支持农业发展,实现数字农业建设是众多发达农

业国家的共同选择。
数字化技术的快速发展正在深刻改变着农

业的生产、管理和营销的方式,给传统农业带来

了全新的发展机遇和挑战。近年来,我国农业在

农产品生产环节上,经营主体仍以家庭承包经营

为主,土地流转比例较低,难以实现农业的专业

化经营,导致生产成本较高[2]。在农产品流通环

节上,农产品流通渠道链条缺失、各主体间的信

息流通不畅,导致流通效率低下[3]。此外,在农

产品销售方面,我国销售渠道相对单一,尤其在

2019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农产品滞销问

题愈发严重。因此,转变传统营销策略,构建互

联网平台线上销售渠道[4],利用数字赋能农业生

产、农产品流通及销售,提升我国农业现代化建

设水平已势在必行。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采用2011—2022年中国

31个省份(因数据缺失,未包含港澳台地区)的数

据,探究了我国财政支农力度对我国数字农业建设

的影响,本文的边际贡献包括:①采用城镇化水平

作为门槛变量,精准匹配了我国数字农业建设的最

优城镇化率,为未来战略布局提供了重要参考;②
深入探讨了影响财政支农力度的外在因素及其对

我国数字农业建设的作用,并提供了财政支农通过

加速土地流转显著提高数字农业建设效率的实证

证据;将数字农业的微观特征和外部环境纳入实证

分析,探讨了财政支农力度对数字农业建设各层面

及外部环境的异质性,为政府精准施策提供了有价

值的参考依据。

1 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数字经济作为新时代的新质生产,已成为全

球农业发达国家的重要战略部署之一。我国正处

于从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转型的关键阶段,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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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技术推动农业现代化建设既是时代的紧迫

需求,也是建设农业强国的根本保障[5]。关于数

字化赋能对农业发展的影响,国内外学者已从多

个维度展开了深入研究。钟真和刘育权[6]发现,
农业数字化赋能通过促进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和

优化农业产出成效,显著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王
兴国和曲海燕[7]从农业科技创新角度分析了依托

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加速农业现代

化技术的创新与推广,推动农业产业体系的高质

量发展;陈中伟和汤灿[8]从绿色可持续发展的角

度发现,数字经济与科技赋能可以显著降低农业

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为我国绿色发展提供重要

途径。同样,国外学者也有同样的见解,Myshko
等[9]指出,智能技术的实施不仅提高了农业应对

气候变化的能力,并通过环境、经济和社会等多维

度促进可持续发展。因此,数字农业已成为推动

我国农业高质量发展,实现农业强国建设的重要

抓手。
1.1 财政支农力度对我国数字农业建设的直接

影响

数字农业建设涉及多个维度,不仅需要营造良

好的数字农业发展环境、构建完善的数字信息网

络,还需培育满足数字农业需求的人才和技术支

持,以最终实现数字农业经济效益的提升。这些公

共产品性质的社会资源需要庞大的资金投入,私人

部门无法有效提供,因而需要政府通过“有形的手”
进行干预。政府的干预方式主要包括两种:其一,
直接对农业数字建设进行补贴,这种方式见效较

快,但由于财政资金限制,现行的发展相对缓慢且

不规范[10]。其二,政府通过市场机制,加快农业市

场体系建设,带动地方优势产业,扩宽财政支农资

金来源渠道,从而促进数字农业的发展。毋庸置

疑,我国数字农业建设离不开政府的财政支持,同
时科学的宏观管理和调控也是其效益最大化的重

要保障[11]。
鉴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H1:财政支农力度对我国数字农业建设具有正

向促进作用。
1.2 农业技术环境调节效应的影响

农业技术环境指的是农业技术研发的投入产

出效率及技术市场的标准化、规模化程度,主要包

括研发环境和技术流通环境[12]。科技创新是农业

经济发展的驱动力。建设良好的农业技术研发环

境不仅可以提高研发投入的效率,还能降低技术流

通成本,加快高新技术在各地的推广速度[13]。与此

同时,农业技术环境对财政支农力度的影响也至关

重要。数字农业对高新技术的依赖度较高,良好的

技术环境可以降低技术流通的成本,使政府财政资

金更多地流向数字农业建设,反之,资金则可能被

用于填补交易成本的空缺,从而削弱财政支农的

效果。
鉴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H2:农业技术环境有助于进一步强化财政支农

力度对数字农业建设的促进作用。

2 模型构建、变量说明及数据来源

2.1 模型构建

基于以上理论分析,为了检验政府补贴力度

对我国粮食韧性的影响,构建以下的基准回归

模型:
Dig_Ait =α1+α2GSit+α3controlsit+

∑Pro+∑year+εit (1)

式中:Dig_Ait为省份i在t年份的数字农业建设水

平;GSit为省份i在t年份财政支农力度;controlsit
为一系列的控制变量;Pro为省份固定效应;year为

时间固定效应;α1为截距项;α1、α2为相关系数;εit为

随机干扰项。
此外,为了检验H2,进一步探讨财政支农力度

和粮食体系韧性中的调节机制,在式(1)的基础上

加入调节变量农业技术环境(Tec),得到式(2)调节

效应模型:
Dig_Ait =η1+η2GSit+Tecit×η3GSit+η4Tecit+

η5controlsit+∑Pro+∑year+εit (2)

式中:η1为截距项;η2、η3、η4、η5为相关系数。
2.2 变量说明

2.2.1 被解释变量:数字农业建设(Dig_A)
数字农业是以现代化生产要素为新质生产力,

赋能农业生产、销售和农产品流通等活动,从而提

高农业生产效率的模式。以数字农业内涵为基础,
以我国农业发展的现实为落脚点,全面考察了数字

农业的发展水平。为确保研究的科学性和数据的

全面性,参考刘占伟[14]、朱盼盼等[15]的做法,采用

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法衡量我国数字农业发展水平,
构建指标如表1所示。
2.2.2 核心解释变量:财政支农力度(Gs)

借鉴黄小舟和王红玲[16]财政支农金额总量,在
此基础上进行取对数处理,作为本文的核心解释

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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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控制变量

参考以往的文献,选取了农民可支配收入

(Ur)、经济发展水平(P_gdp)、城镇化率(Ub)、工业

化水平(Ile)、人力资本水平(edu)作为模型的控制

变量。
2.2.4 调节变量:农业技术环境(Tec)

农业技术环境反映了农业技术研发及技术溢

出的整体情况,对数字技术的扩散与利用具有深远

影响。参考李自强等[12]的做法,技术合同成交额与

表1 数字农业建设指标体系

总指标 维度指标 基础指标
指标

属性

数字农

业建设

数字农业

发展环境

数字农业

信息基础

人才与技

术资源

数字农业

绿色可持

续发展

数字农业

经济效益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固定资产投资/亿元
+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固定资产

投资/亿元
+

农业机械化水平/(kW·人-1) +
农村发电量/万kWh +
长途光缆线路长度/km +
移动电话交换机容量/万户 +
移动电话普及率/(部·百人-1) +
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万个 +
域名数/万个 +
网页数/万个 +
财政地方教育支出/亿元 +
高等学校平均在校人数/万人 +
公有经济企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

员数年底人数/万人
+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从业人数/万人
+

电信业务总量/亿元 +
软件业务收入/亿元 +
技术市场成交额/亿元 +
农业用水量/亿m3 -
造林总面积/hm2 +
农用柴油使用量/万t -
农业碳排放/万t -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亿元 +
电子商务采购额/亿元 +
电子商务销售额/亿元 +

试验发展R&D经费内部支出金额的比例,在一定

程度上反映各地农业技术环境优劣的指标。
2.3 数据来源

选取2011—2022年31个省份连续12年的数

据作为研究样本。变量数据均来源于历年的国家

统计局官网、《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以及各个省份的统计年鉴。对于数值较大的变量

进行取对数处理,以减少数据量纲的干扰,部分变

量缺失的数据使用插值法进行估算。
2.4 描述性统计

表2为研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表。其中,
2011—2022年我国的数字农业指标最大 值 为

0.556,最小值为0.037,均值0.155,可以看出我国

数字农业在12年间有所提高,但总体水平不高。政

府补贴力度最大值13.590,最小值2.849,均值

5.654,其他变量的标准差绝大数小于其均值,说明

数据稳定性较好。

3 实证结果与分析
3.1 基本模型结果与分析

表3展示了基本模型的回归结果。为确保研究

的严谨性,首先进行了豪斯曼(Hausman)检验。检

验结果显示,随机效应模型拒绝了原假设,采用双

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在表3列(2)中,未
加入任何控制变量,仅固定省份和时间效应。结果

表明,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在5%的显著性水

平上为正,表明财政支农力度对提升我国数字农业

建设具有显著作用。在表3列(3)中,加入了一系列

控制变量后,系数为0.008,且在5%的显著性水平

上仍为正,进一步支持了本文的假设。
此外,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显示,地区经济发

展水平(R_gdp)和人力资本水平(edu)的影响系数

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为正。值得注意的是,城镇

化率系数(Ub)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为负,表明

城镇化进程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数字农业的建设。

表2 描述性统计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1) (2) (3) (4) (5)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数字农业建设 372 0.155 0.094 0.037 0.556
解释变量 财政支农力度 372 5.654 2.849 0.918 13.590
调节变量 农业技术环境 372 0.794 0.838 0.000 4.716

控制变量

农民可支配收入 372 13810 6347 3909 39729
经济发展水平 372 60086 30288 16413 190313
城镇化率 372 0.592 0.130 0.228 0.896
工业化水平 372 0.313 0.091 0.072 0.556
人力资本水平 372 91.650 58.560 3.237 282.300
Numberofid 31 31 31 31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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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随机效应 固定效应 固定效应

GS
0.011*** 0.012** 0.008**
(3.72) (2.59) (2.27)

Ur
0.000 0.000
(0.56) (0.43)

R_gdp
0.000*** 0.000***
(2.65) (3.17)

edu
0.000*** 0.000***
(2.63) (4.29)

Ub
-0.306*** -0.538*
(-2.77) (-1.76)

Ile
-0.062 0.072
(-1.02) (0.82)

常数项
0.122** 0.059*** 0.146
(2.39) (3.46) (0.99)

观测值 372 372 372
R2 0.841 0.641 0.843

Pro_FE NO YES YES
YearFE NO YES YES

P 0.002
Hansen 21.345

 注:*、**、***分别表示10%、5%、1%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

t值。

可能的原因:其一,城镇化可能导致农村劳动力的

数量和质量下降,进而阻碍农业发展[17];其二,过
快的城镇人口扩张可能占用更多的农业资源,进
一步阻碍数字农业的建设。基于此,从我国实际

现状出发,采用门槛效应模型对这一现象进行深

入探讨。
3.2 非线性效应分析

为检验前文中理论分析,探讨城镇化率对数字

农业建设的影响是否具有非线性特征,本文提出过

快的城镇化率可能会抑制我国数字农业建设的速

度。门槛效应的回归方程为

Dig_Ait =α4+α5GSit(Ubit≤y1)+
α6GSit(y1<Ubit≤y2)+α7GSit(Ubit>y2)+

∑Pro+∑year+εit (3)

式中:Ub为门槛变量;y为具体门槛值。
首先,对式(3)采用Bootstrap进行检验,以确

定门槛模型的具体形式,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根

据表4的P和F,单一门槛和双重门槛均通过显著

性检验,三重门槛不显著,因此对双重门槛进行进

一步分析。
确定门槛数值后,对式(3)的双重门槛模型进

行参数估计。表5中的回归结果显示,相较于基

准回归结果,R2有所提高,表明门槛效应的估计结

果更加可靠。门槛效应分析显示,当城镇化率低于

表4 门槛效应存在性检验

模型
门槛变量

F P
单一门槛 49.27 0.026**

双重门槛 44.35 0.023**

三重门槛 38.98 0.136

 注:*、**、***分别表示10%、5%、1%的显著性水平。

表5 门槛效应估计结果

变量
门槛效应

Dig_A

GS_1(Ub≤0.7011) 0.147***

(4.47)

GS_1(0.7011<Ub≤0.8757) 0.199***

(5.38)

GS_1(Ub≥0.8757) -0.015
(-1.30)

R2 0.849
观测值 372
Control YES
Prov_FE YES
YearFE YES

 注:*、**、***分别表示10%、5%、1%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

t值。

0.7011时,估计系数为0.147,在1%的水平上显著

为正,表明在该区间内,财政支农力度对数字农业

建设的影响较为显著;当城镇化率处于0.7011~
0.8757时,估计系数为0.199,同样在1%的水平上

显著为正,相较于第一门槛,系数显著增强,表明财

政支农力度对数字农业建设的影响在此区间内进

一步加大;然而,当城镇化率超过0.8757时,估计

系数不再显著。
3.3 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检验

3.3.1 去除特殊年份

考虑到重大公共事件(如新冠肺炎疫情)具有

不确定性和紧迫性的特征。因此,在稳健性检验

中,剔除了2019—2021年相关数据样本,重新带入

基准回归方程进行检验,结果如表6列(1)所示,核
心解释变量的系数为0.01,在1%的水平上显著,且
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
3.3.2 缩尾处理

为消除数据中的异常值和非随机性带来的干

扰,借鉴王亚飞等[18]的方法,对核心解释变量进行

5%的缩尾处理,回归结果如表6列(2)所示,财政支

农力度(GS)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支持原假设。
3.3.3 替换被解释变量

运用主成分分析法,重新对被解释变量数字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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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检验

变量
Dgi_A

(1) (2) (3) (4) (5)

Gs 0.010***0.008* 0.047***

(3.10) (2.00) (4.04)

常数项 0.170 0.326 -0.008
(1.26) (1.37)(-0.01)

Gs_l1 0.010***

(3.55)

Reve 0.047***

(4.37)

Kleibergen-Paap
rkLM

68.842 29.439

Cragg-Donald
WaldF

226.908 24.782

观测值 279 372 372 341 372
R2 0.843 0.730 0.888 0.826 0.552
Control YES YES YES YES YES
Pro_FE YES YES YES YES YES
YearFE YES YES YES YES YES

 注:*、**、***分别表示10%、5%、1%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t值。

建设指数进行测算,并带入回归方程进行检验,结
果如表6列(3)所示,核心变量的系数为0.047,在
1%的水平上显著,依旧支持原假设。
3.3.4 内生性检验

由于农业数字化的提高也可能增加涉农财政

的收入与支出,且考虑到政府财政的支出,到其发

挥作用具有一定的时滞效应,为了消除这种互为

因果关系所带来的内生性问题,采用工具变量法

进行检验,选取滞后一期的财政支农力度(GS_l1)
作为工具变量,同时,借鉴李自强等[12]的做法,选
取一般公共预算收入(Reve)作为工具变量,其原

因在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与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高

度相关,但与被解释变量无关。使用最小二乘法

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6列(4)和列(5)所示,
Kleibergen-PaaprkLM统计量的值分别为68.842
和24.439,拒绝了原假设,说明工具变量可以识

别,Cragg-DonaldWaldF 统计量值为226.908和

24.782在Stock-Yogo临界值合理范围内,拒绝了

弱工具变量的原假设,财政支农力度系数均在1%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与本文基准回归结果保持

一致。
3.4 机制检验

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影响,
发展不均衡,因此各地区的科技水平也并不趋同。
本文探讨农业技术环境(Ate)在政府财政力度

(GS)对我国数字农业建设(Dig_A)中的调节作

用。农业技术环境的调节机制检验结果如表7
列(1)所示,交互项(GS#Inf)系数0.004在1%显

著性水平上显著,说明农业技术环境在财政支农

力度对数字农业建设影响中起到正向调节作用。
从而验证了H2。

表7 作用机制检验

变量

调节效应

(1)
Dgi_A

农业技术环境

GS 0.003
(1.08)

Ate -0.016***

(-3.22)

GS#Ate 0.004***

(4.09)

常数项 0.138
(0.98)

观测值 372
R2 0.859
Control YES
Pro_FE YES
YearFE YES

 注:*、**、***分别表示10%、5%、1%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

t值。

4 拓展性分析
近年来,我国财政支农力度无论是规模体量

还是覆盖范围均有了显著的提升,然而,由于我国

地理位置、自然禀赋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
财政支农力度对数字农业建设的影响在不同地区

可能存在显著异质性。基于此,根据我国地理区

域划分标准,将我国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

分别进行回归分析。表8列(1)~列(3)显示,财
政支农对我国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数字农业建设

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西部地区不显著。究其原因,
首先,东部地区产业基础稳固,资本和人才资源丰

富,基础设施较为完善,因此对新兴生产力的依赖

程度较高,能够更好地利用资金推动数字农业建

设。其次,东部地区靠近沿海,经济贸易活动频

繁,这不仅有助于扩大资金来源和提升人力资本

水平,还能促进先进技术的引进[19],相较之下,中
部和西部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尚未达

到外贸活动产生溢出效应的临界点[20]。特别是在

农业领域,作为相对弱势产业,这些地区在吸收和

利用外部资金方面仍有待加强,导致数字农业建

设进展相对缓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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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地区异质性检验

变量
(1) (2) (3)
东部 中部 西部

GS 0.021** 0.005* 0.005
(2.63) (2.35) (1.31)

常数项 -0.111 0.187 -0.091
(-0.40) (1.35) (-0.52)

观测值 132 96 144
R2 0.878 0.969 0.847
Control YES YES YES
Prov_FE YES YES YES
YearFE YES YES YES

Numberofid 11 8 12

 注:*、**、***分别表示10%、5%、1%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

t值。

5 结论与建议
本文利用2011—2022年31个省份的面板数

据,实证检验了财政支农力度对我国数字农业建设

的影响,并探讨了其调节机制。此外,从理论分析

和实证检验两个层面解释并验证了城镇化率在该

研究中的门槛效应。根据实证结果,得出以下结

论:整体来看,财政支农对我国数字农业建设具有

显著的正向影响。分样本回归结果显示,财政支农

对我国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影响显著为正,而对西部

地区的影响不显著;从机制分析结果来看,农业技

术环境可以正向调节财政支农对数字农业建设中

的促进作用;门限分析结果表明,当城镇化率处于

0.7011~0.8757时,对数字农业建设的影响效果

最好。
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从财政支农的规模来看,尽管财政支农

的金额逐年增加,但总体投入力度仍然不足。数字

农业建设是一个长期性和多维度的工程,目前的金

融支持尚未完全满足其需求,导致数字农业建设缺

乏持久的动力。建议政府引导更多社会资金流入

数字农业建设,活跃农业资金市场,为数字农业提

供更为充足的资金资源保障。
第二,地方政府应统筹协调数字农业建设的目

标规划,根据各地区的实际情况和资源禀赋条件,
提高财政支农资金的管理效率,减少资金的浪费。
特别是要重点关注我国欠发达地区的基础设施建

设,为数字农业建设创造良好的技术环境。
第三,加强农业人才和技术资源的培养与积

累,提高农业人力资本的存量水平,加快农业技术

进步,为数字农业建设提供动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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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ofFinancialSupporttoAgricultureontheConstructionofDigitalAgriculture

HUANGMenghao
(SchoolofEconomicsandManagement,ChongqingNormalUniversity,Chongqing401331,China)

Abstract:Withthecontinuousinnovationofagriculturalmodernizationanddigitalizationtechnologies,theconstructionofdigitalagriculture
hasbecomeacoretopicforagriculturaldevelopment.Basedonthesampledataof31provincialmodels(duetothelackofdata,thestatistical
datamentionedheredonotincludetheHongKongSpecialAdministrativeRegion,theMacaoSpecialAdministrativeRegionandTaiwan
Province)from2011to2022inChina,theentropyweightmethodwasusedtomeasuretheindexofChina’sdigitalagricultureconstructionlevel
andanempiricalanalysiswasconductedtoverifytheimpactoffiscalsupportforagricultureondigitalagricultureconstruction.Furthermore,
themechanismofhowtheagriculturaltechnologicalenvironmentaffecteddigitalagricultureconstructionwasexploredandthethresholdeffect
ofurbanizationratewasexamined.ThestudyfindsthatfiscalsupportforagriculturecansignificantlypromotethelevelofChina’sdigital
agricultureconstruction,andthisconclusionholdsinvariousrobustnesstests.Moreover,theagriculturaltechnologicalenvironmentpositively
moderatesthedevelopmentofdigitalagricultureinChina.Theexploratoryanalysisshowsthatfiscalsupportforagriculturehasaparticularly
significantpromotioneffectonthedigitalagricultureconstructionoftheeasternregion.Thethresholdeffectanalysisrevealsthedifferential
impactofurbanizationrateondigitalagricultureconstruction.Theinteractiverelationshipandfuturetrendbetweenfiscalsupportfor
agricultureanddigitalagricultureconstructionaresummarized,anddevelopmentsuggestionsofstrengtheningpolicycoordination,promoting
technologicalinnovation,andpromotingdeepintegrationofagricultureanddigitalizationareputforward,aimingtoprovidereferenceand
guidanceforthesustainabledevelopmentofChina’sagriculture.
Keywords:financialsupportforagriculture;digitalagricultureconstruction;agriculturalmodernization;threshold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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